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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现阶段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突出表现在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领域。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典型案例
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在土地和房屋征收中获取了过高的土地增值收益是比较普遍的，但也存在土地增值回收途径欠

缺、土地增值收益流失严重的情况。导致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统一规范的法律制度、产权界定

不合理、缺乏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原则和有效的政策管理工具。基于从土地产权配置角度对土地增值形成及其

分配机制的解释，建议应消除关于公有制土地所有权的认识误区，建立土地自由交易市场来调节土地供需关系和完成

土地增值收益的初次分配。政府应退出市场参与主体的角色，回归管理者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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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和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土地增
值收益的归属在各国都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１－２］。现阶

段，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在征地拆迁补偿过程中表现

最为突出，因此，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尤其是农地征收拆迁

补偿成为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研究关注的重点领域。罗丹

等研究了３种不同的土地非农化模式下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特征和效应［３］。王小映等认为，土地从征收到出让过程中，

政府取得的土地增值收益包括初次土地增值收益（税费）和

二次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出让金）两部分［４］。马贤磊等区分

了土地自然增值和政府价格扭曲的差异，发现政府价格扭曲

严重影响了土地征收增值收益空间的大小和分配格局［５］。

陈莹等对农地出让前和出让后的价格分别进行测算，分析了

土地增值收益的来源和分配格局［６］。邹秀清等基于经济学

原理探讨土地增值原理，并建立了土地增值分配测算的理论

模型［７－８］。一般认为，农地征收拆迁过程中农民所获得的补

偿过低、政府收益份额偏大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存在的主

要矛盾。导致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失衡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分税

制下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而分割的土地产权二元制度

是导致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矛盾冲突的根源，相关对策建议包

括明晰的土地产权、界定土地征用的公共利益用途和经济利

益用途，通过市场途径实现征地拆迁补偿，妥善解决失地农民

的社会保障问题等［９－１０］。本研究试图从２个方面拓展土地
增值研究的范畴：第一，受土地二元产权结构的影响，现阶段

我国征地拆迁表现为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土地征收和国有土

地所有制下的房屋征收２种形式，二者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

规范，补偿标准不一，本研究尝试将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

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对征收补偿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状况进行

更全面的评估；第二，现有研究多从宏观制度建设层面将明晰

土地产权（主要是所有权）作为对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主要

对策，本研究尝试运用产权分析工具探讨土地权利配置（重

点是土地发展权配置）与土地增值分享机制的内在联系，以

期为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制定与土地增值收益管理提供

更具体的参考建议。

１　理论分析依据

１．１　产权的涵义
关于产权，西方现代产权理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

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

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以“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

其他人进行交易的合理预期”。然而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

“产权作为经济问题从来没有被完全清晰地界定过”（巴泽

尔），所谓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不过是“产权安排形式的２
个极端，大多数产权安排处于这两者之间”（张五常）［１１］。

由于立法的原因以及产权本身不能完全被界定，导致现

实生活中大量的“事实产权”（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产权）和“法

权”（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的产权）的不一致。尼科尔森认为

产权是“所有者和所有权的各项权利的法律安排”，张五常将

产权定义为“为了解决人类社会中对稀缺资源争夺的冲突所

确立的竞争规则，这些规则可以是法律、规制、习惯或等级地

位”。这说明产权不仅存在“法定产权”和“事实产权”的区

分，并且受不同的规则所确认［１２］。

产权不是单项的权利，而是一组权利体系，产权的各项权

能都可以分离和分割而为不同的主体所拥有，这就是产权配

置。将产权区分为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是对产权

的一般划分，由于不同的资源具有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属

性特征，产权的具体表现形式也会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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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土地产权的性质与我国的土地产权制度
土地产权兼具私有产权与公共产权的特点。首先，土地

资源赋存有限，是典型的竞争性物品，决定了它具有私有产权

的独占性、排他性、垄断性特征。与普通商品不同的是，土地

资源作为私有物品，其使用会产生外部性，必须受到公共权力

的规制，因此其私有产权是受限制的。其次，土地资源具有公

共财产的性质，不但是由于它作为自然资源，是一国公民所共

同拥有的财富；更因为土地资产的累积即土地增值的产生，主

要是社会公共资源投入的结果，土地自然增值的这种外部性

特征正是“土地自然增值归公”理念的由来。因此，在现代经

济体系中，土地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是具有公共财产性质

的私人物品，是受多重利益主体支配的客体。私人产权与公

共产权的兼容是土地资源产权制度安排的难点［１３］。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是从所有权角度出发进行的制度

安排。在狭义上，所有权（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是指对物的归属关系
（归属权），是与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处于同一层次的权

利。我国沿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所有权具有广义的含

义，包括财产主体全部权能的集合。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思想

影响下，我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土地公有制）主导着经

济发展的基本模式。

所有权是产权（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形成的基础，但所有权并
不等同于产权，所有权强调对物品的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

利。但在西方产权学派看来，产权更强调的不是对物的使用，

而是“由于物的存在和使用而引起的人们之间的一些被人认

可的行为关系”，是通过对某种经济物品的使用而使他人利

益增进或受损的权利。因此，产权的涵义要广泛得多［１４］。仅

仅从宏观上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制度，或者以简单的公有制代

替现实中复杂的产权安排，显然已经无法适用复杂经济体系

中土地使用与收益分配的需要，这正是当前我国土地和房屋

征收补偿与土地增值收益分享所面临困境的根源。

１．３　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与土地增值收益分享机制
关于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收益权的关系必须澄清的２个认

识：首先土地所有权并不直接生产土地收益，其次土地公有产

权（包括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与土地私有产权的性质和权

利有着根本差别。一般来说，私有土地是在市场交易中通过

资本付出获得的，是纯粹的市场行为，私有土地产权人所获得

的土地收益相当于从土地财产投资中获取的投资回报（即绝

对地租和级差地租Ⅱ）。从全球范围来看，公有土地获得有２
种途径：一种是通过市场行为，由政府使用公共财政购买私有

土地进行土地储备，用于平抑地价或公益保护，其目的并不是

为了获得地租收益；另一种是通过行政行为取得，其获取往往

未经付出与土地市场价格相当的土地投资，土地所有权人获

得作为投资回报的地租收益的理由也就存在质疑。

地租是土地收益的表现形式，包括绝对地租、级差地租

Ⅰ、级差地租Ⅱ、垄断地租，它在本质上是土地作为生产资料
投入生产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土地（地租）收益

的产生即土地增值的形成，有２个根源：一是源于对宗地本身
进行的投资开发或以土地为载体的投资生产，二是源自社会

公共环境的改善与社会经济的总体进步。基于“谁投资，谁

受益”的基本原则，前一部分土地收益即绝对地租、级差地租

Ⅱ应分别归属于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后一部分收益表现

为级差地租Ⅰ和垄断地租，应归属社会公众（政府作为社会
公众的代理人）。

土地使用权人开发利用土地从而获取土地收益的权利是

受到限制的，不但由于部分土地收益并非土地使用权人投资

或劳动贡献的结果，应以税收的形式收归公有；还因为土地使

用具有外部性，土地使用权须要受到行政权（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ｗｅｒ）的
规制。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权对土地使

用权的限制备受争议，被认为是对私有财产权利的侵犯，违背

了宪法的私产保护精神。尽管如此，通过行政权对土地使用

权进行限制以消除土地使用的外部性、维护土地利用的秩序

仍然是各国通行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土地规划。

土地发展权（ｌ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ｉｇｈｔ）概念形成的背景，正
是土地使用权与行政权之间的矛盾。土地发展权包括改变土

地原有使用用途和使用强度的权利，是受行政规制的土地开

发利用权。土地发展权概念提出的目的，是试图在行政规制

下强化对土地开发和使用权益的保护，关于土地发展权归属

的安排，在实质上决定了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格局。土地发

展权的设置在英、美、法等国已应用于耕地保护、生态环境补

偿、历史遗产保护等实践领域；在我国，也被部分学者视为解

决城市与农村土地用途转换带来的土地级差收益分配问题的

有效政策工具［１５］，这也是本试验研究的重点。

２　土地增值收益及其分配的测算

２．１　案例选取
城市外延扩张和城市更新改造双重驱动下的大规模土地

利用方式转变是近几十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与

之相伴随的土地（房屋）征收补偿也成为土地增值分配矛盾

冲突最严重的领域。本试验根据土地和房屋征收发生的地点

与方案特征，选取广东省广州市４个典型案例对土地增值及
其配置情况进行比较研究，资料主要来自于实地考察调研和

政府管理部门，部分参考了已有研究成果。

案例１是一个以塔楼、高层、小高层住宅为主的房地产开
发项目，项目地块原属于番禺区Ｓ村。２００３年政府以建设大
学城的名义征收Ｓ村土地２８０．２９２ｈｍ２，村民（包括村集体）
共获得征地补偿３２９５２．０７万元。２００９年政府以拍卖形式出
让本项目地块，面积为４．６６ｈｍ２，某开发商支付土地出让金
１０５２００万元获得该地块开发权。２０１２年项目开始建成
发售。

案例２所在Ｌ村为广州市１３８条列入改造计划城中村之
一，位于天河区的城市ＣＢＤ区域。２００７年开始改造，２００９年
村民回迁，２０１２年融资地块开发基本完成。列入改造范围的
旧村址面积共３１．７４ｈｍ２，改造方案将其分成融资地块、复建
安置地块、村集体经济发展地块等 ３份，其中融资地块
１１．４２ｈｍ２，为商业金融用地，拍卖融资所得４６亿元资金全部
返还Ｌ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用于组织拆迁与复建安置房
（余留部分留作村发展基金）。复建安置地块１７．１１ｈｍ２，用
于建设中小学等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和村民回迁安置房，采取

“拆一补一”的方式对产权证内的合法建筑面积进行补偿。

村集体经济发展地块３．２１ｈｍ２，用于建酒店，经营收入作为
村民分红来源［１６］。

案例３是一个位于老城区荔湾区的大型城市综合整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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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Ｇ项目（一期工程），涉及河涌景观修复、交通疏解、居住和
商业物业改造等。Ｇ项目是一个以公共投资为主的公益性工
程，兼顾部分经营性开发。一期工程总用地面积约９．８ｈｍ２，
共投入公共财政资金约３．５亿元。本研究所关注的其中２块
宗地其一由工业仓库用地改造为商业经营用地，涉及用地面

积０．５ｈｍ２，项目由原业主（国营企业）自行引入合作公司并
根据规划要求进行改造，成为一个古玩经营商城；其二由居住

用地改为绿化广场用地，政府通过货币补偿的方式对原住户

进行异地安置，将原地块改造成为一个公共开放空间。项目

整体工程规划方案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通过，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完成一
期工程。

案例４为位于城市郊区地带增城市某工业园的Ｚ旧厂房
用地改造项目，用地面积３．８７ｈｍ２。目前土地使用权已通过
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中心收回，计划出让开发为商住综合用地，

根据其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开发总面积为１８．６９ｈｍ２，容积
率４．８。
２．２　土地增值收益测算方法

土地增值表现为土地价格的增长，包括对地块本身的投

资引起的土地人工增值，以及外部性经济作用所引起的土地

自然增值。本研究重点关注土地自然增值部分。

以某宗地为考察对像，其土地增值 ΔＶ为考察末期土地
市场价格Ｖｂ与初期土地价格Ｖａ之差：

ΔＶ＝Ｖｂ－Ｖａ。 （１）
式中：计算所得为土地总增值，将土地总增值扣除土地开发成

本，即得到土地自然增值。

土地市场价格的计算可以采取收益还原法进行估算：

Ｖ＝∑Ａ（１＋ｇ）
ｔ

（１＋ｒ）ｔ
。 （２）

式中：Ａ表示近期土地进行生产经营或出租的年净收益，一般
根据历史数据采取近期一定年限内的平均收益进行计算，以

避免经济波动的影响；ｇ表示土地利用效益的年增长率，同样
参照历史数据确定；ｒ表示折现率，采用１年期存款利率加上
风险调整值方法；ｔ为土地使用剩余年期，根据相关政策规
定，农地采用 ３０年，经营性商业、工业、居住用地分别采用
４０、５０、７０年。

此外，还可以用市场交易法将评估宗地与近期发生过交

易的类似样本的成交价格进行比较和适当修正，从而得到估

价宗地在估价时点的客观的合理价格。或将已开发完毕的宗

地房地产价格扣除房屋建筑的建造成本，也能得到评估时点

的宗地地价。土地开发和房屋建造成本参照地方经验数据和

相关标准估算，土地税费参照相关国家政策标准进行计算，土

地出让和补偿价格通过调查政府管理部门和相关业主获得。

土地增值分享的三大主体通常包括政府、农民（或业主）

以及开发商。其中，政府获得的土地增值收益包括２个部分，
即产生于土地征收和出让环节的土地出让价格与土地补偿价

格、土地开发成本差价，以及产生于土地开发经营环节收取的

税费；农民（或业主）获得的土地增值收益为土地开发后获得

的补偿（或经营收入）与土地开发前的土地经营收益之差。

所余部分为开发商实际获得的土地增值。

２．３　土地增值收益分享的测算结果
２．３．１　土地开发前后的增值构成及其分享份额状况　对番
禺区农地征收项目Ｓ的土地开发前后的增值构成和分享份额
状况进行测算，统计整理后的详细科目见表１。测算结果表
明，项目Ｓ从２００３年土地征收到２０１２年项目建成发售期间，
用地总增值达 ２４８０５５．６１万元；按单价测算，土地增值从
５７８２元／ｍ２增长到 ５３３１６．０７元／ｍ２，其中人工增值为
１１８５．８５元／ｍ２，自然增值达５２０７２．４０元／ｍ２；土地自然增值
收益在农民、政府、开发商三大利益主体间的分配比例为

０１９∶６９．４５∶３０．３６。

表１　番禺区Ｓ村农地征收项目土地增值收益及其分配测算

指标
单价

（元／ｍ２）
总价

（万元）
指标

单价

（元／ｍ２）
总价

（万元）

土地价格ａ 土地增值

　征地前农地价格 ５７．８２ ２６９．３０ 　土地总增值 ５３２５８．２５ ２４８０５５．６１
　土地出让价格 ２４８５４．０７ １１５７６０．３２ 　农民分享 ９８．８７ ４６０．５０
　项目结束期房地产价格 ８１１４４．６０ ３７７９３９．１０ 　政府分享 ３６１６４．６２ １６８４４０．３４
　项目结束期土地价格 ５３３１６．０７ ２４８３２４．９１ 　地租收益 １１３８６５．４１
开发成本ｂ 　地税收益 ４５６３０．１６
　土地前期开发成本 ４０６．８４ １８９４．９１ 　地费收益 ８９４４．７７
　土地补偿价格 １５６．６９ ７２９．８０ 　开发商占有 １６９９４．７６ ７９１５４．７７
　“五通一平”土地开发成本ｃ １４０．００ ６５２．０６ 　人工增值 １１８５．８５ ５５２３．２０
　前期税费 １１０．１５ ５１３．０５ 　自然增值 １５８０８．９１ ７３６３１．５８
房屋建造成本ｄ ２７８２８．５４ １２９６１４．１９ 　土地人工增值 １１８５．８５ ５５２３．２０
　房地产开发阶段税费 ７４５．６２ ５４０６１．８８ 　土地自然增值 ５２０７２．４０ ２４２５３２．４０

　　注：ａ）所有价格均折算为项目结束期２０１２年现值；ｂ）据国土资源部《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２００６）的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
（相当于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采用２００６年广州市番禺区的工业用地最低出让地价，即六等地出

让地价３３６元／ｍ２折算为现值后作为Ｘ项目土地前期开发成本；ｃ）“五通一平”成本采用地方经验数据１４０元／ｍ２；ｄ）包括规划设计勘探费等
前期费用、建安费、不可预见费、开发费用和工程监理费等。

　　采用相似方法，可对其余３个项目的土地增值及其分配
情况进行测算（表２）。与项目Ｓ不同的是，项目Ｌ、项目Ｇ具
有部分公益性工程的性质，政府均没有获得土地出让金收益，

土地增值测算也没有考虑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土地税费征收问

题；项目Ｇ宗地２的案例中，关于政府土地收益的测算是以
未来商业租金税收收益流为基础的，计算终期不是工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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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而是计算至未来５０年（商业用地使用权出让的最高年
限）。项目Ｚ由于目前尚未完成土地出让，因此土地增值的
具体数值还无法测算，所列数据是根据广州市政府文件“关

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意见（穗府〔２００９〕５６号）”进
行匡算。

表２　典型案例土地增值收益分享的比较

地区　　　　　　 项目名称　　　　 子项目名称
土地自然增值

（元／ｍ２）
分享占比（％）

原业主 政府 开发商

番禺区 农地征收 项目Ｓ ５２０７２．４０ ０．１９ ６９．４５ ３０．３６
天河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Ｌ ９１７６２．００ ４２．５６ ０ ５７．４５
荔湾区旧城改造 项目Ｇ 宗地１ －２９９４１．２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０

宗地２ ３４７４４．６３ ８２．４０ １７．６０ ０
增城市 旧工厂改造项目Ｚ ≤６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０

２．３．２　土地发展权配置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分析　城市
的外延扩张或更新，本质是政府基于行政管辖权和规划权对

土地重新赋予土地发展权的过程，包括土地用途的变更和开

发强度的改变，并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土地增值。对几个案例

的测算结果表明，土地从农业用途、工业用途转为居住用途或

商业金融用途，１ｍ２土地增值收益可高达数万元。相反，如
果土地从经营性用地转为公益性用地，则会产生负增值，如项

目Ｇ中的宗地１；土地开发强度提高也会带来可观的土地收
益，以项目Ｌ为例，改造前旧村容积率约为１．８９，改造后容积
率高达５．４５～７．５９，这是导致其土地价值成倍提升的另一个
重要原因；区位条件与宗地周边环境决定了土地发展权的实

现程度。在４个案例中，项目Ｌ的土地增值幅度最大，正是城
市ＣＢＤ区域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为其高强度的开发模式提
供了市场需求基础。在上述案例中，土地增值在不同主体间

的分配情况迥异，其根本原因是土地发展权归属的差异。

在项目Ｓ中，农民完全被排除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分享，所
获征地补偿以农地收益为前提，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处于

极为不利的地位（仅占０．２％）。政府由于享有土地发展权，
获得了近７０％的高额土地增值收益回报，开发商获得高达
３０％的土地增值，这是土地增值收益不合理流失造成的不当

获利结果。据测算，项目 Ｓ中开发商的税后利润率高达
２８．２６％，远高于工业企业投资８％左右的社会平均利润率。

在项目Ｌ中，政府几乎完全放弃了土地发展权。与项目
Ｓ相似，项目Ｌ在开发前，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但在项目
开发中，政府仅承担融资地块“代征代拍”的角色，所获土地

出让金全部返回给广州市猎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这意味着

村民和村集体以融资地块转让为代价，获得了安置地块和经

济发展地块的土地发展权。

在项目Ｇ中，土地为国家所有，不涉及土地所有权变更
的问题，土地发展权归属为原土地使用权人。在宗地１中，政
府承担的拆迁安置费相当于购买土地发展权的价格；在宗地

２中，政府的土地增值回收途径也非常有限，未来４０年内可
获得房地产税等税收收益仅占土地增值总额的１７．６％。

项目Ｚ是一个待开发工程，根据地方政策规定，土地出让
金将在政府和原土地使用权人之间（容积率 ３．５以下的部
分，含３．５）实行６０％、４０％的分割比例，为土地发展权权益确
定了大致为六四分成的规则。无论该比例是否恰当，说明政

府部门对土地增值在不同主体间的合理分配问题正在进行思

路调整，相较于前３个案例已有了很大的进步。案例土地产
权变更与土地发展权归属情况总结见表３。

表３　典型案例的项目性质与土地产权变更特征

项目名称 位置 开发时间（年） 项目性质 土地产权变更 土地发展权归属

项目Ｓ 城市新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经营性 从农村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 政府

项目Ｌ 城市中心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公益性＋经营性 部分土地产权从农村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

有，部分保留为集体所有

村民集体与融资地块

使用权人

项目Ｇ 老城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公益性＋经营性 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变。地块１涉及房屋（以及
土地使用权）征收；地块２土地使用权不变

土地使用权人

项目Ｚ 城市郊区 ２００９—（尚未完成） 经营性 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变。土地使用权收回后再

转让

政府和土地使用权人

分享

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结论
本研究尝试选择不同案例，对土地增值及分配进行具体

测算，并试图从土地发展权配置角度对土地增值的形成及其

分配机制进行解释。关于土地增值分配与土地征收补偿，以

往的研究多以农地征收补偿或城市拆迁补偿为研究重点，普

遍认为补偿标准过低、农民或拆迁户土地增值分配份额不足

是我国土地和房屋征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本试验对不同区

位、土地用途和土地经营性质案例的综合研究和比较表明，土

地增值分配的情况十分复杂。虽然政府在土地和房屋征收中

居于主导地位、土地增值收益分享比例过高的情况比较普遍，

但也存在土地增值回收途径欠缺、土地增值收益流失的情况。

导致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平、寻租腐败问题突出的原因在

于：第一，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缺乏统一的制度规范。目前我

国规范农地征收与补偿的主要法律是《土地管理法》（２００４），
而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法律主要是２０１１年颁行的《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土地管理法》规定被征收

的农地的所有权从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而补偿标准则是

以农地产出效益为基础；并且《土地管理法》主要对农业用途

土地的征收补偿进行了规定，而关于农村宅基地的征收补偿

问题则成为法律空白。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９５２—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４５卷第９期



例》的进步之处在于确立了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的市场化导向

准则，并以列举的形式明确了公共利益用途的种类。然而，新

条例将补偿标准建立在对“房屋”进行补偿的基础之上，对国

有土地使用权补偿问题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显然与２００７
年出台的《物权法》相违背。根据《物权法》规定，对于被征收

的“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在

征收拆迁中受到影响的用益物权人有权获得相应补偿。第

二，产权界定不合理，为土地寻租提供了温床，并制约了立法

进程。根据现行制度规定，目前农地征收补偿标准不包含对

土地发展权的补偿，农村集体虽然享有土地所有权，农民享有

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土地发展权并不归属于农民或农民集体，

而是随着土地所有权的转换而被收归国家所有；当城市房屋

拆迁采用市场价格对房屋进行补偿时，关于房屋价格是否隐

含土地价格可能存在不同的解释，即当房屋价格隐含地价时，

补偿实际包含了土地使用权（发展权）的价格。由于法律表

述模糊、操作模式不一，补偿标准过低或过高的现象同时存

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国有土地所有权权利的不对等，农地

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不对等，是造

成“同地不同权”“同地不同价”的根本原因。过分复杂而缺

乏科学性、合理性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导致实际运作过程中

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灰色寻租行为突出，也成为制约相关立

法进程的主要障碍。第三，缺乏明确的土地增值分配原则与

有效的土地增值管理工具，政府在土地开发与土地市场活动

中角色定位失当，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中的利益分配失衡已

成为土地增值管理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一方面，政府动用

行政权进行大范围的土地和房屋征收活动，直接介入土地开

发，将公共利益泛化，成为市场逐利者，严重损害了市场交易

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也严重影响了其市场监管责任的履行；另

一方面，地方政府过分依赖一次性“土地出让金”，而不注重

长远的土地税收制度的完善，导致普遍的地方政府短期行为，

助长了“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的风险。由于缺乏明确的土

地增值分配原则和有效的土地增值管理工具，也无法形成可

持续的土地增值收益回收机制。

３．２　建议
土地增值在本质上是外部性经济作用的结果。关于外部

性问题，新古典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分别从税收、产权界定、政

府管制３个方面提出了解决途径。
本研究认为，产权界定是决定土地增值分配首次分配的

基础，清晰的产权界定是形成合理有效的土地产权分配格局

的前提。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国家或政府的土地收益权源自

于土地所有权，这是一种有待反思的观念。我国目前土地增

值分配失衡、政府角色定位不当，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以公有制

的土地所有权人身份介入了土地分配过程。在现代民主社

会，土地公有产权在本质上应当是统治和管辖主权的表现形

式，而不是从土地获利的权利基础。破除关于公有制土地所

有权的认识误区，方能根除政府兼有游戏参与者、游戏规则制

定者与游戏参与者身份矛盾的痼疾。

从产权角度来解决土地增值收益分享的政策工具，最重

要的当属土地发展权的制度安排。虽然我国并未从法律层面

上规定土地发展权，但土地发展权是无时不存在的事实产权。

正是由于缺乏正式的制度规范，才导致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

混乱格局。土地发展权制度需与行政管制和税收制度配合使

用，才能达到有效的效果。本研究认为，虚化土地所有权、强

化土地使用权和土地发展权应成为我国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方向，这与《物权法》所强调的对私有财产权利的保护一致。

在这一制度框架内，政府应退出市场参与主体的角色，通过土

地市场的自由交易达成对土地供需和土地增值收益初次分配

的调节。政府的角色将回归管理者的定位，一是作为管理者

行使行政权，通过土地规划等手段对土地发展权进行配置和

管理；二是作为社会公众的代理人，通过土地增值税或财政税

等税收工具来解决土地增值收益的外部性问题。因此，政府

不再以土地财产权益主体的身份获取土地收益，而是以管

理者的身份对公共投资环境改善而引起的土地增值进行征

税来对土地增值收益进行二次分配并实现土地增值收益的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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